北京卫视《档案》栏目的创新

形式创新

北京卫视《档案》栏目的初创背景，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收视盛宴之后，全国的电视传媒机构，尤其是各电视台的卫视频道，都在积极探索，寻求新鲜的模式。《档案》的灵感，其实是源于一次邂逅——北京卫视的主管领导在晚上开车回家时，偶然听到了一档电台的讲故事栏目，当天讲的内容是《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》。随着围绕着北京人头盖骨失踪，各种传闻、说法，乃至谜团的不断涌现，一个跌宕起伏、引人入胜的历史传奇，就这样传播开来。

这样精彩的内容，为什么不能用电视的形式展现出来呢？北京卫视的领导循着这样的思考，调派今天的《档案》团队来进行调研。经过近三个月的筹备，2009年2月，《档案》栏目，在北京卫视横空出世。

《档案》的第一期节目，正是《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》，但与传统纪录片栏目迥然不同的是，《档案》完全摒弃了历史素材+照片+解说词+采访的模式，而是把整个节目的运转时空，移到了一个面积1000平米、挑高12米的摄影棚，在这个巨大的、以黑色为基调的空间里，设置幻灯区、放映区、录音区、档案区，以及电子沙盘区等五个方位，以一名讲述人游走其间，以设置悬念、逻辑推理的讲述方式，把相关的历史材质（照片、视频、录音采访、文献）分开展示，并加以串接，最终合称为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
栏目推出之后，迅速产生了巨大反响，受到了广泛欢迎。究其原因，《档案》认为，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新：

呈现创新：《档案》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，传统的纪录片，就如同一首已经录制好的歌曲，是一部合成作品。而《档案》所做的，则是对历史事件的结构，就如同是把一首歌曲的分轨逐一拆分开来，告诉观众其中的来龙去脉，并进一步激发观众的兴趣：如果这一条条轨迹，哪怕出现过细微的变化，整个历史都有可能改变，呈现出无数可能，这在传统的，尤其是以教化为目的，以灌输为手段的纪录片中，是罕见的。

细节创新：《档案》既然是一种解构性的作品，它给创作者提出的要求就是：要把细节做到极致。以一张照片的使用为例，传统的纪录片，往往只是对照片进行单纯的展示，而在《档案》栏目中，观众不仅可以知道这张照片是何时、何地、由何人拍摄的，同时，还可以接触到照片之外的背景、环境等等诸多内容，以更多、更广的视角，去认识历史的本真。

符号诉求：即便是不熟知《档案》栏目名字的观众，当提到“就是那个戴白手套的节目”的时候，也都会有所印象，档案区以及在该区域内所做的呈现，其实就是在栏目符号化方面做出的创新。而之所以要创造这样的符号，绝非为了故弄玄虚，而是展示栏目组在历史类纪录片方面的诉求——每一个细节，都应该有证据，有白纸黑字。开播将近四年来，栏目组已经被多次问到过：“你们怎么能保证，你们说的历史就是真实的。”我们的回答是：“我们不能，但我们可以呈现出历史的多角度，以及各角度相关的证据。也许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历史，但却是在目前解密的程度下，离真相最近的历史。”

体量创新：

《档案》在开播将近两年的时间中，一直是周播的状态。这保证在运作每一期选题的时候，栏目组可以以相对较长的时间去筹划、探寻、设计。由于在拍摄时，采用的也是影视剧式的分镜头拍摄方式，因此在周播阶段，每一期《档案》节目的运作周期是一个半月至两个月。不夸张地讲，每一期都基本上把选题做绝了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都不会再出现其他任何节目，可以在内容方面达到超越。

但形势在2011年出现了变化，在北京卫视的改版过程中，《档案》由周播改为了日播，这对于栏目的品牌影响力，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扩展作用，但在改变的初始，也确实让栏目组经历了手忙脚乱。最棘手的问题就是：哪儿有那么多符合《档案》要求，具备解密品质的选题可以操作？

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索，磨合，《档案》发现，选题，是等不来的，而是发现来的。既然《档案》的特质，就是放大历史的每个细节，那么，在对每个细节的探究中，是否可以发掘出新的角度呢？

本着实事求是、量力而为的原则，《档案》也并没有盲目求大，而是从一周七播，逐渐恢复为一周四播，而创新的模式，就是围绕一个历史事件、一段历史时期、或者是一个历史话题，从不同角度、不同特点，去策划系列化的选题。举一个例子：南京大屠杀。这既是一个历史事件、一段历史时期，也是一个历史话题，在传统的纪念抗日战争的纪录片中，一般都只会是将其作为一个片段、一项事实，最多当成一集内容来表现，以突出日军的残暴。而《档案》所通过不同的视角，把它运作成了一个四集的系列，关注的内容包括谁拍摄下了南京大屠杀的影像；谁在为南京大屠杀保存铁证；日军百人斩的凶手，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命运如何，如何伏法等等。所以说从《档案》栏目出发的所谓体量创新，实际上创新出的，是善于发现的眼睛，和积极思考的头脑。

应对挑战的创新

时间进入2012年，《档案》作为北京卫视的品牌栏目，又要面对自身整改和创新的课题，其根源，其实是来自于“限娱令”。因为《档案》的播出时间是在22:05分，从今年开始，正是各卫视节目开播娱乐节目的时候，以致于在去年收视率一直保持在全国同时段前五名的《档案》，从今年开播第一期就滑落到全国第十九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目前回升到前十左右，但仍和众多重量级的卫视及其娱乐节目无法比肩。

虽然各种声音都在质疑收视率，但毕竟这是目前，在中国电视市场上唯一可以给出数字，并可以作为评判依据的数据。《档案》也不愿意去强调同时段与娱乐节目竞争的客观，而是更乐于去思考自身的提升。一个开播将近四年的品牌，应该说或多或少的会面临着“船大难掉头”、形式逐渐老旧的问题，那么，“限娱令”为我们提供的，其实不是麻烦，而是应对挑战的机会。

到目前为止，《档案》除了坚守自己的节目质量标准之外，仍在摸索如何应对挑战的举措。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，是加强时效性，但这样的课题，对于《档案》来讲确实又有些矛盾。如何化解这样的矛盾，也许要求的是，创作者预判事件、预判热点的能力，这样的创新，也许会是最难的。

